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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宗族文化的不断渗透,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宗族文化逻辑与企业逻辑共栖带来的制度复杂性。 如何有效应

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制度复杂性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本文系统考察企业如何

对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制度复杂性进行战略响应,以最终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通过对 193 份企业与企业所在城市配对的

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 U 型影响;资源柔性中介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的倒 U 型影响;协调柔性中介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倒 U 型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宗族文化较低水平时宗族

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并且增强宗族文化较高水平时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 研究结论

在揭示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同时,也为中国“本土化”的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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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虽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较大突破,但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仍旧偏低。
特别是在如高端医疗装备、高端汽车发动机、计算机芯片等关键领域,中国企业尚未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

断。 在此背景下,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再次引发热议。 相关研究具体到技术创新的微观企业主体,从公司

治理[1] 、高管特质[2] 、社会网络[3] 、投资者背景[4] 、融资约束[5] 以及制度环境[6] 等多个方面探讨企业技术创

新绩效的关键制约因素。 同时,部分学者指出企业运行离不开具体的文化土壤,中国企业若要突破技术创

新瓶颈,应当关注文化的影响[7] 。
中国广袤的疆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传统,这当中不仅包含了家喻户晓的儒家思想和宗教传统,还

囊括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宗族文化[8] 。 其中,肇始于公元前 11 世纪的宗族文化历经朝代更

迭而经久不衰,逐步演化出一套宗族成员共同遵守的生活、社交、礼仪等规范,增进宗族成员内部协作,规制

宗族成员与非宗族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9-12] 。 通过分析中国地级市族谱的数据可知,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
国 318 个地级市族谱数量高达 57204 个,宗族文化仍是一支可以和市场及政府进行协调的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力量。 需要强调,以往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研究主要基于儒家思想与宗教传统视角。 宗族文化作

为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成之根源,探讨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却较为有限[8] 。 据此,宗族文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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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本土化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不可忽视的因素。
梳理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可知,已有研究侧重探讨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的制度塑造,且主要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阻碍

作用。 陈斌开和陈思宇[13]指出宗族文化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性、独立性和个体性,阻碍企业家精神的传播。
Peng[9]认为宗族文化造就的信任度与资源分配的差序格局,抑制知识自由流动。 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族文化

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正向驱动效应。 Liu 等[14] 、王文凯和高德步[8]表明宗族文化蕴含的“团结互惠”观念推

动以人际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网络形成,有助于企业获取技术创新活动所取的关键物质、信息、金融与人力等

资源,从而缓解技术创新面临的资源约束。 王金波[15] 提出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宗族文化通过声誉

机制和潜在惩罚等非正式制度来强化对履约的监督,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正向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由此,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机制并不清晰,本文就此探讨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

效的影响,并试图揭示其中的作用机制。
对于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活动的关键在于追逐经济利益,企业逻辑始终作为主导逻辑而存在。 而随着

宗族成员涉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宗族文化成为与企业逻辑共存的另一重要逻辑[16] 。 此时,企业能够通过

能动地响应多重竞争性制度的要求和压力,即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17-18] 。 Dalpiaz 等[19] 强调企业可以通过

适应、影响甚至改变所处情境来响应制度复杂性。 由于战略柔性反映了企业资源的弹性与灵活性,以及企

业对环境的响应性和适应性[20] ,企业可以通过调整战略柔性增强自身适应、影响甚至改变情境的能力。 遵

循这一逻辑,战略柔性有助于企业响应制度复杂性。 此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必然

影响宗族文化影响下的企业内部制度复杂性的形成及其组织活动的结果[21] 。 鉴于此,本文将战略柔性与地

区金融发展水平引入,探寻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过程路径与边界条件。
综上,本文跳出既有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制度塑造的研究框架,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

角,系统探索企业如何对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制度复杂性进行战略响应,以最终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研究结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第一,拓展企业技术创新主题的研究视角。 关于文化与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关系的现有研究侧重于探讨儒家思想与宗教传统[7] 。 虽有研究开始探讨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

新绩效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制度塑造视角[22] 。 本文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研究了宗族文化

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丰富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 第二,厘清宗族文化作用于企业技术创

新绩效的深层次机制。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较少言及影响技术创

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与边界条件[8] 。 本文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探索宗族文化藉由资源柔性与协调

柔性这一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途径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过程路径,并厘清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宗族文化与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结论将揭示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过程机制与边界条件。
第三,扩展宗族文化与企业决策交叉研究领域的研究范畴。 学术界已围绕宗族文化的起源、演化与功能等

开展大量研究,但目前关于宗族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哲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10] 。 本文基于中国场景及宗族

文化的独特优势,将宗族文化拓展至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研究领域,为文化与微观企业间的相互作用提供来

自转轨经济国家的理论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宗族文化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

宗族是指源于同一祖先的若干家庭形成的血缘联合体,具体体现为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后代聚居于某

一区域,依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特殊社会利益共同体[23-24] 。 区别于西方社会以城

邦为主要生活单位,中国社会依靠宗族作为人际交往的平台。 基于宗族的界定,宗族文化是指以宗族为核

心的全部习俗、传统和价值观[25] 。 中国的宗族文化源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已经成为

国人价值观生成之根源。 宗族文化这种制度逻辑注重对宗族的无条件忠诚,强调为全体宗族成员谋福祉,
而企业逻辑强调企业利益最大化原则。 随着宗族成员、泛宗族成员进入企业,宗族文化作用于企业员工的

认知、互动和策略选择[8,26] ,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 在此情形下,企业内部存有宗族文化逻辑与企业逻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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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逻辑。
当宗族文化逻辑与企业逻辑在企业内部呈现不同的指导法则时,企业面临制度复杂性[27] 。 此时,企业

成员具有多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28] 。 既有文献强调不同制度逻辑之间存在冲突、共存、融合和互补四种

关系[29] 。 即使两者存在冲突的制度逻辑,仍能够在企业内长期共存,从而使企业面临独特的制度情

境[29] 。 制度逻辑视角认为制度情境始终是理解个体或组织行为的前提。 战略响应为企业应对制度情境

的方式,面对制度复杂性,企业须综合制度和各方主体间的利害关系,选择响应方式和制定战略决策。 现

有研究提出企业可以通过实施情境导向战略以响应制度复杂性。 情境导向战略着重于适应、影响甚至改

变企业所处情境[30] 。 战略柔性是指企业为应对环境变化,把握发展机遇,主动或被动地重新配置组织资

源、流程与战略方向,在激烈竞争和突发情况下能够提升企业对环境的响应能力[28,31] 。 由此,战略柔性有助

于实施情境导向战略。 更进一步地,在宗族成员进入企业并对企业活动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

正式制度的影响。 因此,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必然影响宗族文化对企业活动的影响。
(二)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是指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效率、成果与商业化程度[32] 。 在中国情境下,企业运行具

有鲜明的宗族烙印[33-34] 。 例如,在正式制度尚未完善的地区,宗族文化与正式制度互补,共同影响企业运

行[35] ;宗族文化通过信任、信息交互、道德规范三条路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34] ;强宗族文化

地区企业具备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当外地企业并购宗族文化较为浓厚地区的企业时,外地企业能够吸收

被收购方的社会资本,从而增加并购收益[36] 。 具体至微观企业技术创新领域,已有研究指出多元制度逻辑

的复杂互动构成企业创新决策演化的内生机理。 因而,宗族文化嵌入企业将对其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复杂的

影响。
本文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提出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倒 U 型影响。 一方面,当地

区宗族文化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时,随着宗族文化水平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增加。 制度复杂性的理论

研究强调不同制度逻辑之间能够相互融合与互补。 当宗族文化制度逻辑嵌入企业内部时,宗族文化逻辑能

够与企业逻辑互融互补,有助于企业获取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促使企业作出有助于其技术创新

活动的战略决策,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8] 。 极具新颖的技术需要大量资源的投入方能实现技术扩

散,并取得较高创新绩效。 由于企业技术创新兼具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特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较难依赖

正式市场机制获取资源。 此时,在宗族文化这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宗族成员出于“广义互惠”的情感偏好

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源。 例如,Hsu[37]指出宗族成员会在宗族内部分享土地与市场信息资源。 而且,
随着宗族文化氛围增强,宗族内部资源交换频率增加。 随着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增加,技术

创新效率得以提升。 更进一步,宗族文化制度逻辑嵌入企业内部促进企业员工做出知识共享的决策。 知识

共享是指企业员工之间相互交流、交换及传播知识,从而实现知识由个体拥有转变为与他人或集体共有[38] 。
宗族文化逻辑蕴含的凝聚力与信任观念促进了宗族成员的内部合作。 随着地区宗族文化的氛围增强,越来

越多的宗族成员渗透到组织内部。 企业内部的宗族成员出于对宗族的忠诚和对宗族成员的信任,会将自身

拥有的知识共享给其他成员,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另一方面,当地区宗族文化超过一定的强度时,其将会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 不同制

度逻辑之间的关系具有动态性。 在动态嵌入情境下,创新决策需动态响应宗族文化逻辑与企业逻辑共栖的

复杂制度情境。 当宗族文化逻辑在企业内部嵌入的强度较强时,企业侧重在“熟人”之间构建社会网络,形
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强连接网络[36] 。 而强连接网络倾向于为企业提供重复、冗余的资源。 而且过强的宗族文

化具有较强的排外性,企业较难与外部企业建立弱连接。 企业因而较难通过弱连接获取互补性的创新资

源。 在此情境下,企业将作出不利于其技术创新活动的战略决策。 更进一步地,较强宗族文化逻辑扼制企

业内部创新想法的产生。 当宗族文化逻辑在企业内部嵌入的强度较强时,集体主义氛围较强,员工具有从

众心理,不利于新奇想法与行为的产生[39] ,因而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在较强宗族文化

逻辑的影响下,企业内部“差序格局”式信任结构形成[40] 。 这种“差序格局”式信任结构不仅不利于企业做

出创新人才引进的决策。 而且即使能够引进外部人才,公司“内外有别”的用人原则使外部人才很难获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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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此外,严格的“差序格局”式信任结构制约公司股东多样性,不利于引入推动企业创新的战略性外部

股东。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 U 型影响(H1)。
(三)宗族文化通过战略柔性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路径

综合前人的观点,本文将战略柔性区分为两个维度,即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 其中,资源柔性是指企业

资源的多用途、共享性和可转换性程度,强调企业在短时间内以低成本转移自身资源的能力[41] 。 协调柔性

是指企业为应对环境不确定性,通过探索性方式识别新资源,以及重新整合配置现有资源,从而提升资源价

值。 协调柔性强调企业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识别机会,重新配置资源以及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42] 。
一方面,诚如上文所言,当宗族文化处于较低水平时,宗族文化逻辑与企业逻辑互补,企业获取的资源

增加,而且企业员工之间知识资源共享的意愿增加。 此时,企业资源的用途与共享性增加,这将促使企业进

行情境导向的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8,38] 。 然而,当宗族文化的强度增加至一定水平后,由于宗族文化为企业

带来重复、冗余的资源,此时资源的用途与可转换性水平降低,阻碍企业实施情境导向的制度复杂性战略响

应。 简而言之,宗族文化对资源柔性产生倒 U 型影响。 更进一步,较高的资源柔性有助于企业在多变的竞

争环境中打破组织惯性,以较短时间重新配置资源,进而提升技术创新活动的效率。 而且,随着资源柔性的

增加,企业能够将资源以低成本运用到新用途,给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方向,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
此外,较高资源柔性反映了资源用途较为广泛,为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提供资源保障。 因而,资源柔性对企

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当宗族文化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宗族文化逻辑嵌入企业,企业员工之间的相互合作增加。

此时,企业识别外部环境的机会以及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提升,这将促使企业进行情境导向的制度复杂性

战略响应[43] 。 然而,当宗族文化的强度增加至一定水平后,宗族文化逻辑在企业内部嵌入的强度较强,集体

主义氛围较强,员工具有从众心理,阻碍企业重新配置资源,不利于企业实施情境导向的制度复杂性战略响

应。 简而言之,宗族文化对协调柔性产生倒 U 型影响。 更进一步,较高的协调柔性不仅能够提升企业对现

有资源的精准把握与定位,而且增进企业发现新资源的能力,通过内外环境分析,识别机会,吸收各种新资

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源保障[41] 。 而且,高水平的协调柔性能够打破组织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

的壁垒,提升企业内部沟通效率与员工间的知识共享水平,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提供知识保障。 此外,
协调柔性与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息息相关。 高水平的协调柔性促使企业及时响应外部环境变化,创造并识

别潜在机遇,调整资源配置用以开发新产品或服务[44] 。 因而,协调柔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和假设 3:
资源柔性在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倒 U 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2);
协调柔性在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倒 U 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3)。
(四)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地区内某个时段金融自由化程度。 高度金融自由化能够有效动员和配置

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为企业外部的正式制度,这种外部正式制度将对宗族文化逻辑

与企业逻辑共栖下的企业战略决策产生影响。 基于此逻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影响宗族文化影响下的

企业技术创新决策,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居民储蓄、促进地区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缓解企业技术创新

的资源约束[45] 。 而且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部门通过收集信息降低了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项目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资源获取的效率。 由此,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企业创新

资源获取,从而促使企业做出有助于其技术创新活动的战略决策。 当地区宗族文化处于较低水平时,宗族

文化逻辑在企业内部嵌入的水平较低。 此时,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宗族文化逻辑与企业逻辑三者能够相互

共融,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企业将做出有利于其技术创新活动的战略决策,进而提升技术创新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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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组成制度的总体,两者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不可分割[9] 。 如果正式制度安

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不相协调,就会出现剧烈的制度变形,降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阻碍经济发展。 金融发

展水平较高表示地区的正式制度较为完善,而地区宗族文化处于较高水平表示宗族文化逻辑在企业内部嵌

入的水平较高。 此时,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将与较强的宗族文化逻辑产生冲突,导致企业面临的制度情境

更为复杂,从而不利于企业做出有助于其技术创新活动的战略决策。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4:
当宗族文化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

响增强。 当宗族文化处于较高水平时,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负

向影响增强(H4)。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对于理论模型的检验,本研究采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收集的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以及与样本企

业配对的二手数据。 为此,本研究展开两个阶段的数据收集工作。
阶段一:大样本问卷调研。 在此阶段,主要收集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创新绩效以及控制变量的数据。

借鉴国内外研究的成熟量表,结合具体研究情境,设计了调研问卷。 鉴于部分量表源于国外成熟量表,为规

避量表翻译影响问卷质量,本文遵从完善的翻译和回译流程。 为了保障量表的内容与结构效度,本研究通

过邮件将问卷发给两位战略管理领域的专家,并根据专家建议进一步修正问卷内容。 随后,本文随机选取

20 家位于陕西西安的企业展开问卷预调研,依据此 20 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对问卷内容和结构的建议,完
善预调研问卷。 本文随机在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各抽取 500 家企业开展正式问卷调研。 本次调研的企业

在企业所有制、规模与行业类型方面分布均衡,回收有效问卷为 193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12. 867% (193 /
1500)。 在问卷收集完成后,本研究基于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类型等变量检验无回应偏差,t 检验的

结果表明,在 0. 050 水平上,这些变量在回收与未回收的样本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阶段二:样本配对数据收集。 在此阶段,收集与样本企业配对的宗族文化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

潘越等[34]的研究指出每百万人拥有的族谱数能够反映宗族文化的浓厚程度。 为此,本研究搜集样本企业所

在城市的族谱数据与人口数据。 庄毓敏等[45]的研究指出各城市的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能够用来度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因此,搜集的样本企业所在城市的金融机构存款总额数据与国内生产

总值数据。 族谱数据采集于《中国家谱总目》,人口、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采集于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二)变量度量

本文运用七点李克特计量尺度(seven-point
 

Likert
 

scale)对问卷中涉及的多指标变量进行测量,其中对于资

源柔性、协调柔性与管理创新,1 代表完全不赞同题项表达的内容,7 代表完全赞同题项表达内容。 关于技术创

新绩效,1 表示题项所涵盖的内容大幅度降低,7 表示题项内容大幅度增加。 具体地,各变量测量指标如下:
1. 自变量

鉴于族谱是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地区宗族族谱密度可以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14] 。 据

此,使用企业所在城市每百万人拥有的族谱数(取对数)作为宗族文化的度量指标。 考虑到自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90 年各地区的人口数基本能够准确反映原住民数量。 本文采用

明朝至 1990 年公司所在城市族谱本数除以 1990
 

年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口户数(以百万为单位)度量宗族

文化。
2. 因变量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测量参考 Hagedoorn 与 Cloodt[32]的研究成果,包括专利数和新产品数 2 个指标。
3. 中介变量

基于 Sanchez[41]和 Li 等[46]的研究,协调柔性与资源柔性的测量量表分别包括 4 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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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节变量
 

参照庄毓敏等[45]的研究,本文主要使用各城市的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地区金

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5. 控制变量

为尽量控制外生变量的影响,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所有制、行业性质以及管理创新等 5 个变量被选

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的度量指标是对企业全体员工数取自然对数;企业年龄的度量指标为问卷

调查当年的年份(2020)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一的自然对数;针对企业所有制类型,本研究利用二分虚拟变

量处理,其中,国有企业= 1,非国有企业= 0;由于制造业企业占总体样本的 69. 110%,依据样本企业所属行

业是否为制造业对行业性质进行度量,制造业企业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对于管理创新,采用 Luk 等[47] 的

研究量表进行测量,包括 4 个题项。
(三)实证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设定模型(1)与模型(2)。
Innov=α0 +

 

α1Clan
 

+
 

∑
j
α jControl j+ξ1

                                                       (1)
 

Innov=β0
 +

 

β1
 Clan

 

+β2
 Clan2

 

+∑
j
β j

 Control j  +
 

ξ2
                                           (2)

 

为了检验资源柔性在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在模型(1)的基础上设定

模型(3)与模型(4)。
Resou= θ0

 +
 

θ1
 Clan

 

+
 

θ2
 Clan2 +∑

j
θ j

 Control j  +
 

ξ3
                                               

　 (3)

Innov
 

=γ0
 +

 

γ1
 Clan

 

+
 

γ2
 Clan2

 

+γ3Resou+∑
j
γ j

 Control j  +
 

ξ4
                                    (4)

  

为了检验协调柔性在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在模型(1)的基础上设定

模型(5)与模型(6)。
Coord=σ0

 +
 

σ1
 Clan

  

+
 

σ2
 Clan2 +∑

j
σ j

 Control j  +
 

ξ5
                                             (5)

Innov= v0
 +

 

v1
 Clan

 

+
 

v2
 Clan2

 

+v3Coord+∑
j
vj  Control j  +

 

ξ6
                                   (6)

为了检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本研究设定了模型(7)。
Innov=λ0

 +
 

λ1
 Clan

 

+
 

λ2
 Clan2

 

+λ3Fin+λ4Clan×Fin+λ5
 Clan2 ×Fin+∑

j
λ j

 Control j  +
 

ξ7
     (7)

其中:Clan、Innov、Resou、Coord 以及 Fin 分别为宗族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资源柔性、协调柔性以及地区

金融发展水平;α0、β0、θ0、γ0、σ0、v0 与 λ0 为常数项;ξ1 ~ ξ7 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量表的信度指标主要包括 Cronbachs
 

α 和组合信度值,如表 1 所示,各变量 Cronbachs
 

α 值的范围为

0. 799 ~ 0. 915,组合信度 ( composite
 

reliability,CR) 的范围为 0. 870 ~ 0. 941,说明各变量拥有较好信度

(Segars,1997)。 量表的效度可以分解为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对于聚合效度,本研究依据平均方差萃取值

(AVE)来判断。 如表 1 所示,因子载荷值的范围为 0. 692 ~ 0. 920,并且 AVE 值的范围为 0. 628 ~ 0. 846,均大

于 0. 600,由此,各变量测度的聚合效度良好。 对于区分效度,据表 2 显示,核心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 AVE
值的平方根,表明变量的多指标测度具有较好区分效度。

表 1　 信度与聚合效度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资源柔性

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源高度共享 0. 886 0. 906 0. 934 0. 780
同一资源被用于开发、生产与营销不同产品或服务的程度很高 0. 900
同一种资源转换用途的成本和难度很小 0. 885
同一种资源转换用途的时间很短 0.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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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统计指标

拟合指标 指标值 拟合情况
χ2 / df 1. 872 1~ 2 之间,拟合很好

RMSEA 0. 067 RMSEA
 

<
 

0. 080,拟合合理

CFI 0. 963 CFI
 

>
 

0. 900,拟合很好

TLI 0. 951 TLI
 

>
 

0. 900,拟合很好

NFI 0. 925 NFI
 

>
 

0. 900,拟合很好

GFI 0. 912 GFI
 

>
 

0. 900,拟合很好

SRMR 0. 072 SRMR
 

<
 

0. 080,拟合较好

续表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协调柔性

公司允许各部门打破正式的工作程序,保持灵活性和动态性 0. 858 0. 799 0. 870 0. 628
公司内部运作的工作模式因人而异,因势利导 0. 837
公司内部沟通渠道与机制非常畅通 0. 772
公司能够积极、主动地应对外部竞争 0. 692

管理创新

公司在决定如何实现最终目标方面更具创新性 0. 895 0. 915 0. 941 0. 800
相较于竞争对手,公司在推出新系统 / 流程方面更具创新性 0. 899
公司在发展实现目标的新路径方面更具创新性 0. 908
公司在提升员工满意度和改进工作方案方面更具创新性 0. 875

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

公司新产品的变化情况 0. 920 0. 818 0. 917 0. 846
公司专利数的变化情况 0. 920

表 2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企业年龄 1
2. 企业规模 0. 516∗∗∗ 1

3. 企业所有制 -0. 287∗∗∗ -0. 128+ 1
4. 行业性质 -0. 001 -0. 037 0. 064 1
5. 管理创新 0. 008 0. 068 0. 047 -0. 089 0. 894
6. 宗族文化 -0. 058 -0. 01 -0. 090 0. 109 -0. 093 1
7. 资源柔性 -0. 058 0. 151∗ -0. 029 -0. 015 0. 187∗∗ 0. 273∗∗∗ 0. 883
8. 协调柔性 -0. 122+ 0. 067 0. 097 0. 126+ 0. 224∗∗ 0. 207∗∗∗ 0. 347∗∗∗ 0. 792

9. 金融发展水平 0. 007 0. 095 0. 167∗ 0. 024 -0. 060 -0. 303∗∗∗ 0. 037 -0. 070 1
10.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0. 010 0. 070 0. 077 -0. 068 0. 184∗ -0. 307∗∗∗ 0. 142∗ 0. 142∗ 0. 147∗ 0. 920

均值 3. 316 6. 261 0. 622 0. 326 4. 345 4. 025 4. 271 4. 580 2. 444 3. 922
标准差 0. 502 1. 820 0. 486 0. 470 1. 183 1. 881 1. 110 0. 920 1. 094 1. 164

　 注:N= 193;+表示 P<0. 100,∗表示 P<0. 050,∗∗表示 P<0. 010,∗∗∗表示 P<0. 001;
 

双尾检验;加粗组为 AVE 的平方根。

考虑到量表在具体研究情境中的适用性,本研究

继续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量表的构建效度。 如

表 3 所示,对 4 个多指标变量(资源柔性、协调柔性、管
理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绩效)的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

素分析,并采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法( 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MLR)进行参数估计。 检验结果显

示,本研究所假设的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分别为:χ2 /
df = 1. 872,RMSEA = 0. 067,CFI = 0. 963, TLI= 0. 951,
NFI= 0. 925,GFI= 0. 912,SRMR= 0. 072,从而进一步表明变量的测度具有较好的构建效度。

由于资源柔性、协调柔性、管理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绩效的数据源自同一个问卷回答者,可能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 为此,本研究进行共同方差偏差检验,具体检验方法为在四因素模型中加入一个方法因子,并对比

加入方法因子之后的模型拟合度与原四因素模型的拟合度。 结果表明,加入方法因子后,模型的拟合度没

有明显提高 ( χ2 / df = 1. 710,RMSEA = 0. 061,CFI = 0. 970,TLI = 0. 960,NFI = 0. 933,GFI = 0. 921, SRMR =
0. 058)。 因此,说明本研究的 4 个主要变量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研究结果值得信赖。

(二)共线性检验

在表 2 中,从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 700)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此外,运用

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忍度检验多重共线性。 结果显示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VIF
 

<
 

10,最大值

为 1. 531;容忍度
 

>
 

0. 100,最小值为 0. 653)。
(三)假设检验

1.
 

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倒 U 型影响的检验

假设检验结果表明(表 4),宗族文化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β(回归系数)= -0. 025,
 

t(学生 t 检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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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 2. 306,
 

P(显著性 P 值)
 

<
 

0. 050],H1 得到支持。 为了进

一步呈现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倒 U 型影响,本研

究画出二次曲线图(见图 1)。
2. 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中介效应的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首先,本研究

采用 Baron 与 Kenny[48] 的中介效应三步检验法,检验结果见

表 4。 第一步检验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如上

所述,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系数显著;第二步

检验宗族文化与宗族文化平方项对资源柔性的影响,结果表

明宗族文化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β = -0. 018,
 

t = -1. 774,
 

P<0. 100),宗族文化对资源柔性产生倒 U 型影响,第三步在

Model
 

1c 的基础上将资源柔性加入 Model
 

4a,结果表明资源柔

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β= 0. 200,
 

t= 2. 602,
 

P<0. 050),H2 得到支持。 协调柔性中介效应的

检验同样采用三步法,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资源柔性产生倒 U 型影响(β = -0. 035,
 

t = -3. 636,
 

P<0. 001),
协调柔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β= 0. 243,

 

t= 2. 654,
 

P<0. 01),H3 得到支持。
其次,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Hayes 与 Preacher[49] 建议的非线性模型中介效应检验

法,检验结果见表 5。 本文将 Bootstrap 抽样次数设置为 5000 次,将置信水平设置为 95%。 检验结果表明:在
控制宗族文化与宗族文化平方项的直接效应之后,资源柔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当宗族文化处于

低水平(均值减去标准差)与高水平(均值加上标准差)时,其通过资源柔性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间接效

表 4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资源柔性 协调柔性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Model
 

1a Model
 

1b Model
 

1c Model
 

2 Model
 

3 Model
  

4a Model
 

4b Model
 

5

控制
变量

企业年龄
-0. 076

( -0. 378)
-0. 153

( -0. 791)
-0. 186

( -0. 973)
-0. 392∗

( -2. 173)
-0. 170

( -0. 997)
-0. 108

( -0. 565)
-0. 112

( -0. 587)
-0. 255

( -1. 353)

企业规模
0. 053

(0. 983)
0. 061

(1. 178)
0. 065

(1. 272)
0. 138∗∗

(2. 885)
0. 024

(0. 540)
0. 037

(0. 724)
0. 046

(0. 909)
0. 065

(1. 299)

企业所有制
0. 176

(0. 980)
0. 092

(0. 529)
0. 109

(0. 634)
-0. 059

( -0. 366)
-0. 049

( -0. 324)
0. 012

(0. 714)
0. 079

(0. 465)
0. 143

(0. 839)

行业性质
-0. 134

( -0. 753)
-0. 054

( -0. 313)
-0. 047

( -0. 278)
-0. 038

( -0. 237)
-0. 025

( -0. 165)
-0. 040

( -0. 236)
-0. 106

( -0. 630)
0. 066

(0. 390)

管理创新
0. 168∗

(2. 375)
0. 145∗

(2. 134)
0. 120+

(1. 757)
0. 169∗∗

(2. 621)
0. 180∗∗

(2. 955)
0. 086

(1. 259)
0. 072

(1. 037)
0. 132+

(1. 963)

自变量

宗族文化
-0. 180∗∗∗

( -4. 164)
0. 067

(0. 583)
0. 346∗∗

(3. 185)
0. 152

(1. 484)
-0. 002

( -0. 017)
0. 059

(0. 517)
-0. 318∗∗∗

( -3. 372)

宗族文化2 -0. 025∗

( -2. 306)
-0. 018+

( -1. 774)
-0. 035∗∗∗

( -3. 636)
-0. 021∗

( -1. 986)
-0. 027∗

( -2. 501)
-0. 272∗∗∗

( -4. 032)

中介
变量

资源柔性
0. 200∗

(2. 602)

协调柔性
0. 243∗∗

(2. 654)

调节
变量

金融发展水平
0. 102

(1. 033)

宗族文化×金融发展水平
-0. 174

( -1. 523)

宗族文化2 ×金融发展水平
-0. 174∗∗

( -2. 784)
R2 0. 047 0. 128 0. 152 0. 173 0. 236 0. 183 0. 184 0. 205

ΔR2 0. 047 0. 081 0. 024 0. 092 0. 162 0. 054 0. 056 0. 159
F 1. 838 4. 555∗∗∗ 4. 755∗∗∗ 5. 515∗∗∗ 8. 176∗∗∗ 5. 137∗∗∗ 5. 177∗∗∗ 4. 705∗∗∗

　 注:N= 193;+表示 P<0. 100,
 ∗表示 P<0. 050,

 ∗∗表示 P<0. 010,
 ∗∗∗表示 P<0. 001;

 

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的数值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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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

路径 宗族文化 中介效应值 SE
95%

 

Bias-Corrected
 

CI
下限 上限

宗族文化→资源柔性→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低(2. 144) 0. 033 0. 015 0. 009 0. 070
高(5. 906) 0. 033 0. 015 0. 009 0. 070

宗族文化→协调柔性→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低(2. 144) 0. 026 0. 014 0. 005 0. 058
高(5. 906) 0. 026 0. 014 0. 005 0. 058

　 注:N= 193;
 

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

应值为 0. 033,95%水平上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bias-corrected
 

CI)为[0. 009,0. 070],0 不包含于置信区间内

(见表 5)。 以上结果表明,进一步支持 H2。
在控制宗族文化与宗族文化平方项的直接效应后,协调柔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当宗族文化

处于低水平(均值减去标准差)与高水平(均值加上标准差)时,其通过协调柔性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间

接效应值为 0. 026,95%水平上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bias-corrected
 

CI)为[0. 005,0. 058],0 不包含于置信区

图 2　 金融发展水平对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间内。 以上结果表明,进一步支持 H3。
3.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调节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将控制变量、宗族文化、宗族文化平方项、金融发

展水平、宗族文化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以及宗族文化平

方项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加入 Model
 

5。 结果表明(表

4),宗族文化平方项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β= -0. 174,
 

t= -2. 784,
 

P<
 

0. 010),H4 得到支持。 为了进

一步呈现调节效应,我们画出调节效应图。 如图 2 所示,当宗

族文化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宗族文

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增强。 当宗族文化处于较

高水平时,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增强。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减少自变量的度量误差,本研究对宗族文化的度量

方式进行更改,用公司所在城市每万户拥有的族谱本数度量。 实证结果如表 6 与表 7 所示,在改变自变量度

量方式后,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 U 型影响,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中介作

用,金融发展水平在上述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由此可见,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

表 6　 层次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变量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资源柔性 协调柔性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Model
 

6a Model
 

6b Model
 

6c Model
 

7 Model
 

8 Model
 

9a Model
 

9b Model
 

10

控制
变量

企业年龄
-0. 076

( -0. 378)
-0. 079

( -0. 400)
-0. 070

( -0. 361)
-0. 422∗

( -2. 365)
0. 072

(0. 384)
-0. 012

( -0. 061)
-0. 000

( -0. 002)
-0. 092

( -0. 474)

企业规模
0. 053

(0. 983)
0. 044

(0. 845)
0. 033

(0. 636)
0. 131∗∗

(2. 720)
0. 006

(0. 121)
0. 015

(0. 288)
0. 016

(0. 297)
0. 023

(0. 435)

企业所有制
0. 176

(0. 980)
0. 116

(0. 658)
0. 147

(0. 831)
-0. 040

( -0. 250)
-0. 113

( -0. 666)
0. 152

(0. 867)
0. 128

(0. 728)
0. 137

(0. 771)

行业性质
-0. 134

( -0. 753)
-0. 121

( -0. 693)
-0. 133

( -0. 765)
-0. 002

( -0. 010)
0. 009

(0. 051)
-0. 133

( -0. 768)
-0. 189

( -1. 083)
-0. 092

(0. 528)

管理创新
0. 168∗

(2. 375)
0. 174∗

(2. 506)
0. 178∗

(2. 584)
0. 168∗∗

(2. 666)
0. 269∗∗∗

(4. 064)
0. 155∗

(2. 217)
0. 145∗

(2. 069)
0. 195∗∗

(2. 831)

自变量

宗族文化
-0. 167∗∗

( -2. 949)
0. 199

(0. 961)
0. 807∗∗∗

(4. 253)
0. 683∗∗∗

(3. 429)
0. 088

(0. 406)
0. 213

(1. 033)
-0. 219∗

( -2. 432)

宗族文化2 -0. 067+

( -1. 836)
-0. 119∗∗∗

( -3. 566)
-0. 142∗∗∗

( -4. 075)
-0. 050

( -1. 347)
-0. 073∗

( -2. 002)
-0. 176∗

( -2.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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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资源柔性 协调柔性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Model
 

6a Model
 

6b Model
 

6c Model
 

7 Model
 

8 Model
 

9a Model
 

9b Model
 

10

中介
变量

资源柔性
0. 138+

(1. 728)

协调柔性
0. 193∗

(2. 062)

调节
变量

金融发展水平
0. 172

(1. 544)
宗族文化×

金融发展水平
-0. 099

( -0. 978)

宗族文化2 ×
金融发展水平

-0. 136+

( -1. 688)
R2 0. 047 0. 089 0. 106 0. 179 0. 168 0. 120 0. 126 0. 133

ΔR2 0. 047 0. 043 0. 016 0. 098 0. 089 0. 031 0. 036 0. 086
F 1. 838 3. 044∗∗ 3. 124∗∗ 5. 743∗∗∗ 5. 347∗∗∗ 3. 136∗∗ 3. 312∗∗ 2. 785∗∗

　 注:N= 193;+表示 P<0. 100,∗表示 P<0. 050,∗∗表示 P<0. 010,∗∗∗表示 P<0. 001;
 

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的数值为 t 值。

表 7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的稳健性分析

路径 宗族文化 中介效应值 SE
95%

 

Bias-Corrected
 

CI
下限 上限

宗族文化→资源柔性→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低(1. 088) 0. 022 0. 016 0. 0003 0. 065
高(3. 983) 0. 022 0. 016 0. 0003 0. 065

宗族文化→协调柔性→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低(1. 088) 0. 018 0. 014 0. 001 0. 060
高(3. 983) 0. 018 0. 014 0. 001 0. 060

　 注:N= 193;
 

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整合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文献,系统研究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过程机制与边

界条件。 采用中国 193 份企业的调研数据,并与企业所在城市相匹配,实证检验了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

视角的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可能机制。 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

生倒 U 型影响;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分别中介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倒 U 型影响;金融发展水平

增强宗族文化较低水平时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并且增强宗族文化较高水平时宗族文

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 进一步地,在更换自变量的度量之后,本研究的结论并未发生改变,结
论依然稳健。

理论贡献:第一,拓展企业技术创新主题的理论视角。 随着宗族文化的不断渗透,企业面临着宗族文化

制度秩序与企业制度秩序共栖带来的制度复杂性,如何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有效应对宗族文化带来的制

度复杂性一直是有待解决的学术难点。 然而,现阶段从宗族文化角度解读企业技术创新的文献大多基于制

度塑造视角,强调单一宗族文化制度秩序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塑造。 鉴于这一局限性,本研究从制度复杂性

战略反应的角度研究家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丰富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
厘清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深层次机制。 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企业会对宗族文化带

来的制度复杂性进行战略响应,从而影响技术创新绩效。 而且,宗族文化带来的制度复杂性以及绩效结果

受制于正式制度的影响。 但是,需要强调,既有文献聚焦于家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直接效应,
对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路径与边界条件尚未进行系统探索。 研究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深度

探索宗族文化藉由战略柔性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过程路径,研究结论揭示了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的过程机制。 此外,探讨金融发展水平这种正式制度因素如何影响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关系,研究结论厘清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制度边界。 第三,扩展宗族文化与企业决策交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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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的研究范畴。 本文聚焦于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交叉研究领域,同时丰富企业技术创新与宗族

文化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 学术界已围绕宗族文化的起源、演化与功能等开展大量研究,但目前关于宗族

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哲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10] 。 基于中国场景及宗族文化的独特优势,将宗族文化拓展至

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研究领域,为文化与微观企业间的相互作用提供来自转轨经济国家的理论证据。
实践意义:本文能够在多个层面发挥应用价值。 第一,经济层面———为中国本土化企业技术创新提供

实践参考。 本研究探索宗族文化这种外部制度秩序如何通过组织内部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影响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并且揭示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制度边界,为中国企业结合中国实情,依托传承千年

的宗族文化,创造出一套“本土化”的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经验提供有益参考。 第二,社会层面———纠正对宗

族文化价值的认知偏见。 通过客观地评估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纠正对宗族文化价值的消

极认知,进而实现新时期宗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第三,文化层面———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通过探索

宗族文化在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中的积极意义,把握其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的时代价值和功能,从
而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重点探讨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过程

机制与边界条件,取得一些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然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为未来进一步探讨宗族文化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留下了空间。 第一,由于样本数据的制约,本文假设检验的数据仅仅源自横截

面数据。 后续的研究需要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时间特点考虑在内,收集纵向数据,探讨宗族文化对企业

技术创新绩效的因果影响机制。 第二,仅考虑战略柔性这一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途径,未来的研究可以立

足企业内部考虑更多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的途径,例如企业资源冗余、战略导向以及环境扫描能力等。 第

三,纵观以往宗族文化的文献,现有研究对宗族文化的测量并不一致,分别将宗族族谱密度、大姓人口占比、
宗祠地理密度或者男女出生比例等客观指标作为宗族文化的测量工具。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上述度

量工具(本文之外的度量工具)测量宗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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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filtration
 

of
 

clan
 

culture
 

into
 

enterprises,
  

Chinese
 

enterprises
 

inevitably
 

face
 

the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brought
 

by
 

the
 

coexistence
 

of
 

clan
 

culture
 

logic
 

and
 

enterprise
 

logic.
  

How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esents
 

a
 

theoretical
 

puzzle.
  

Anchored
 

on
 

strategic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viewpoint,
  

how
 

enterprises
 

strategically
 

respond
 

to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specific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lan
 

culture,
  

with
 

the
 

aim
 

of
 

ultimately
 

impact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was
 

explo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survey
 

and
 

archive
 

dataset
 

of
 

193
 

firms
 

in
 

China,
  

results
 

show
 

clan
 

culture
 

has
 

an
 

inverse
 

U-shaped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esource
 

flexibility
 

mediates
 

the
 

inverse
 

U-shaped
 

effect
 

of
 

clan
 

cultur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oordination
 

flexibility
 

mediates
 

the
 

inverse
 

U-shaped
 

effect
 

of
 

clan
 

cultur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enhan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lan
 

cultur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en
 

the
 

level
 

of
 

clan
 

culture
 

is
 

low,
  

and
 

also
 

enhanc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lan
 

cultur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en
 

the
 

level
 

of
 

clan
 

culture
 

is
 

high.
  

Taken
 

together,
  

the
 

results
 

substantiat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lan
 

cultur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lo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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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flexibility;
  

coordination
 

flexibility;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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